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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vel Distance and 
Housing Rent: Exploring Bid-rent Mode in Polycentric Cities

卢俊文   周素红   袁奇峰   柳  林    LU Junwen, ZHOU Suhong, YUAN Qifeng, LIU Lin

多中心建设是现代大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多元、异质的现代多中心城市需要系统地认识其空间异质性。借助住

房竞租模型视角，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广州为例探讨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结果发现：① 在现代城

市，区位与出行距离都能对住房租金产生影响，但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有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② 基于道路网络的邻近

度分析能更有效地控制城市区位的空间异质性，在此前提下，通勤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甚至

出现作用截然相反的社区；可能由于受到出行制约，非通勤出行距离的局部影响并不显著。③ 现代多中心城市的住房竞租

模型是在多种情景下发挥作用的，不同的情景组合导致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研究结果提供了一种系统

化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思路，研究中发现的具有特定出行模式的社区值得注意，并应引起多中心城市建设决策者的关注。

Building a polycentric city is a widely discussed topic. As modern polycentric ci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e in space, it'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ir spatial heterogeneity systematic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vel distance and 

housing rent from a bid-rent mode perspective by introducing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It's found that location and travel distance both 

influence urban housing rent significantly, but their effects are not homogeneous in space. Street network closeness measured by space syntax 

techniques represents housing location appropriately and successfully control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is allows us to take a step further 

and focu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ffects of travel distance on housing rent. In some newly developed areas, the effects of commuting 

distance on housing rent show totally opposite tendency to which is described in bid-rent theory, which might be caused by the central oriented 

commuting pattern ubiquitous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The effects of non-commuting travel distance on housing rent are not apparent, partly 

because of various travel restrictions on workdays. 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expand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bid-rent theory, and basing on these, 

we conclude the mechanism which results in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bid-rent theory under a complex Chinese condition. It may help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space development pattern in urban China and offer valuable evidence when relevant policies are being made.

0　引言

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技术的进步，

现代城市的规模正变得空前巨大，形成动辄延

绵数十公里的都市区。空间尺度的增大使现代

城市容纳了更多的人口，也迫使城市居民承受

更远的日常出行。作为规模最大的都市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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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过度通勤现象早在20多年前就被认为和

种种“大城市病”息息相关[1]。我国高度重视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问题，2014年《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后，北京、上海等

特大城市先后提出空间疏解方案，希望以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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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城市结构应对日益增长的城市规模。

尽管以多中心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居民出

行被规划学者们认为是“合乎逻辑的做法”[2]，

但由于现代城市的复杂性，用概念化的模型来

指导城市空间发展仍存在困难。经典的竞租模

型认为，出行或运输成本是影响土地租金的关

键因素，城市在不同功能土地的竞租中形成同

心圆结构[3]。就住房竞租模型而言，距城市中心

越远，居民的日常出行距离越长，住房租金越

低[4-5]。当去城市中心就业的边际收益低于一

定程度时，居民可以选择前往就近的次中心就

业[6]，因此在适当的城市区位培育次中心有利

于疏解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住房竞租模型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多中心城市的视角，但一

直受到假设过于简单化的质疑[7]。一方面，由于

区位的异质性，在“马赛克”式的现代城市中

界定次中心及其等级存在困难；另一方面，由

于城市空间发展驱动因素的复杂性，现代大城

市中可能并不存在完全由市场主导形成的次

中心，真实的情景可能是混合的。在现代城市

继续沿用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竞租模型将面

临越来越多的局限性。

技术进步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是一体两面

的。巨型化的现代城市在不断变得复杂、多元，

城市运行中产生的海量数据也使它变得越来

越可识别。城市开放数据、个人通讯大数据等

使我们有机会突破竞租模型的局限性，重新理

解多中心城市。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

特殊语境，在多元、异质的现代城市中探讨出

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问题，并综

合运用多源数据，结合广州案例重新思考多中

心城市竞租模型的现实情景，以期充实中国情

景下的理论研究，为深入认识和解决转型期中

国城市的空间发展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研究视角

竞租模型是从租金变化反映城市空间结

构的经典模型，但实际上其内涵一直在演变。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的竞租模型认为出行

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居民住

房消费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出行距离的增加将

带来额外的交通成本，从而降低居民用于支付

住房租金的预算[1]。在传统竞租模型中，由于

出行距离的影响，住房距就业中心越远，单位

面积租金越低，这也与我们的常识相符。然而

城市空间并不是扁平的，O'Sullivan认为，在

靠近城市就业中心的区位，生产者将通过增加

楼层高度等方式，以其他要素投入替代土地投

入，而消费者也将以其他要素消费替代住房面

积消费[8]，这使得竞租曲线并非线性变化而是

呈现中心极化的态势。改进后的竞租曲线暗示

某地住房租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因居住

在该地而节省的出行成本OA，另一部分是该

地本身所附加的区位价值AB（图1a））。从多

中心视角研究城市空间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郊

区就业中心的出现甚至可能使得距CBD的距离

对住房租金的影响不再显著，而当同时衡量到

各次中心的距离时得到了更稳健的结果[9-10]，因

此竞租曲线可能呈现另一种形态（图1b））。尽

管处在不断变化中，住房竞租模型总体上认为

住房租金由区位与出行距离共同决定，区位对

住房租金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是不容忽视的。就

业中心附近竞租曲线的极化和城市次中心的

影响都体现出现代城市中区位对住房租金影

响的空间异质性，这也正是竞租模型需要不断

调整的原因。

不断调整的竞租模型反映了传统同心圆

式的空间模型在面对复杂的现代城市时的尴

尬。无论如何修正，与特定中心的几何距离都

很难客观地反映异质性极强的城市区位。现代

城市是网络化和流体的[11]，事物之间关联的普

遍性、偶发性和随机性使得互动机会比物理距

离更能表现地点之间的关系。强调空间关联的

网络分析法为研究现代城市区位带来了新的

机会，例如由Hillier等提出的空间句法方法，利

用网络拓扑形态研究现代城市空间[12]，从城市

形态和网络关联视角挖掘出越来越多现代城

市空间的潜藏问题。相比同心圆模型，基于空

间句法方法的可达性研究关注城市空间提供

的互动潜力，或许更接近竞租模型所描绘的附

加区位价值的本质，能更好地反映异质性的区

位价值。例如Xiao等将空间句法方法中与可达

性相关的各项指标引入城市住房价格研究，发

现其在Hedonic模型中有着比距就业中心距离

更显著的表现，并且能对中英城市的差异给出

较好的解释[13]。用空间句法衡量不同位置可达

性的方法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住房竞

租模型中区位的空间异质性问题。

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关系在传统竞租

模型中是恒定的，即在城市中任何位置，住房

租金都以同样的幅度随出行距离的增加而降

低。这种恒定的关系在发展动力复杂、多元的

现代城市，尤其是在具有“转型”特征的中国

城市很难成立。面对人类历史罕见的城乡移民

热潮，中国大城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空

间扩张。由于公共资源的相对短缺，中国城市

一方面通过向心式的道路交通建设不断强化

城市中心的地位[14]；另一方面在城市边缘特定

区域以集中的公共设施投入为先导建设郊区

图1　演变中的住房竞租曲线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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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在这种城市政府强烈干预的背景下，中

国城市中心与次中心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中

国城市中心区在城市中具有控制性的地位，而

外围地区对中心区有着明显的依赖[15]。中国城

市的次中心受中心区的影响衍生出各种空间

发展问题。例如Zhou等的研究发现，由于难以

负担的价格等因素，政府带着平衡城市职住目

标的开发区建设可能反而增加了居民的总体

出行距离[16]。周素红等发现，在过度市场化开

发的城市郊区，长距离通勤可能降低了居民非

通勤出行和活动的选择弹性，从而使非通勤出

行面临时空约束，甚至可能对居民心理健康造

成影响[17]。因此，在中国多中心城市的住房竞

租模型中，城市中心的出行成本节省曲线可能

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放缓，竞租曲线的影

响范围随之扩大，甚至可能是全域的（图2）；

城市次中心的竞租曲线可能受到城市中心的

影响，是多种情景的混合，既有追求更短出行

距离在次中心就业的部分（图2情景1），又有

追求城市中心带来的机会等附加价值而前往

城市中心就业的部分（图2情景2）。由于城市

次中心不同位置的混合情景不同，出行距离与

住房租金的关系也将存在空间差异。在现代中

国多中心城市，这种空间差异的内涵是丰富

的，可能标志着成熟的城市次中心，也可能暗

示着“回浪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城市

阴影区[18]，通过进一步讨论，可以为理解新城

新区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基于以上理论视角，本文主要探讨3个问

题：① 在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区位与出行距离

如何影响住房租金，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

性？② 若控制区位变量对住房租金的影响，

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影响的空间分布有何特

征？③ 能否用多中心城市的竞租模型解释出

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有何现实

启发？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广州位于中国南部沿海，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先锋，长期以来在多元的发展动力下新城

新区建设活跃，在当代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

性。本文以广州市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中

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

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萝岗区8

个市辖区，总面积1 987 km²（图3）。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手机信令数据、城市

道路中心线数据、住房租金数据、社会经济统

计数据和城市兴趣点（POI）数据。手机信令

数据来自国内某移动通信业务供应商，包括用

户脱敏ID、时间戳、所属基站经纬度坐标等信

息，采集于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其间

气候温和，无重大节假日。为获取个体居住地

与就业地位置，采取如下规则：筛选出就业年

龄段（18—60岁）的本地用户，识别用户在工

作日非工作时段（21: 00—07: 00）停留时间

最长的位置为该用户的居住地；识别用户在工

作日工作时段（10: 00—17: 00）停留时间最

长的位置作为该用户的工作地。最终得到研

究范围内能同时识别出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用

户1 140 546人，涉及6 119个基站。城市道路

中心线来自2016年百度地图城市路网数据，

包括高快速路、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等

各类层级。住房租金数据来自广州市国土资

源与房屋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www.laho.

gov.cn）于2017年初公布的片区租金参考价

信息，由市租赁管理所以道路、住宅小区、楼

宇或片区为单位调查所得，同时考虑了集体

土地住房、楼梯房等多种因素，可以认为是片

区住房租金较为精细和准确的反映。社会经

济统计数据来自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兴趣

点数据来自百度地图。

2.2   数据处理

本文以社区为单元整合多元数据。手机信

令数据用于计算社区居民的日常出行距离，回

应前人关于中国城市郊区居民出行问题的研

究，同时考虑通勤距离和非通勤出行距离。通

勤距离以社区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直线距离

的平均值表示，非通勤出行距离以居民非工作

时间段除就业地以外的其他活动地点距居住

地距离的平均值表示。在计算出行距离时，首

图2　现代多中心城市中的住房竞租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研究范围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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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计算单个居民的通勤距离与非通勤出行距

离，然后汇总居住地对应的基站在统计社区内

的所有居民个体，求取平均值。由于手机信令

数据覆盖面广泛，所得出行距离是居民采取

小汽车、公交、地铁、步行等多种交通方式出

行的综合反映，最终得到广州中心城区居民

的平均通勤距离约为5.1 km，平均非通勤出

行距离约为2.3 km（表1），与近年来关于中

国大城市居民出行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19-21]。

城市道路中心线数据用于空间句法研究，计

算时统计社区内所有道路的相关指标求取平

均值。住房租金数据用于计算社区的平均租

金，汇总社区内各均质片区的住房租金参考价

后求取平均值。

2.3   研究方法

为更好地控制区位对住房租金影响的

空间异质性，本文引入空间句法的方法。在

基于空间句法的道路网络分析中，邻近度

（Closeness）是道路网络可达性的关键指

标，表示在给定的研究范围内，某一条道路与

其他所有道路的邻近程度，也即通过最短的网

络路径到达其他所有道路的便捷程度。本文

运用当前较为成熟的空间设计网络分析方法

（sDNA）①计算道路网络邻近度，其中最短网

络路径的距离既包括网络拓扑距离也包括角

度距离（即两条线段之间的转角角度），线段i

的邻近度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N表示研究范围内所有的路网

线段数量，dij表示线段i与线段j之间的最短距离。

为量化区位与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影响

的空间异质性，并找出差异化特征明显的区

域，本文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该

模型是一种揭示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的建模

技术，允许回归系数估计值随地理位置的变化

而变化[22]，其与普通线性回归的区别在于回归

参数中添加了地理位置因子的影响。GWR模

型形式如下：

（2）

式（2）中y表示某社区住房租金的价格， 

xk表示第k个全局变量的值，βk表示 xk的全

局回归参数，xil表示社区i中第l个局部变量的

值，（ui，vi ）表示社区i的几何中心坐标，β0 

（ui，vi ）、βil （ui，vi）分别为截距、xil的回归

参数，是地理位置（ui，vi）的函数，意味着回

归参数可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被观察数

据如果距离i点越近，对回归参数的影响强度越

大，可用空间权重矩阵衡量。GWR模型中常用

的空间权重函数有Gauss距离衰减函数和Bi-

square函数等，本文考虑到城市空间的交互

性，认为地理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随着距

离的增加而衰减，但不应有明显的0值，故选择

Gauss函数作为空间权重函数，其表达式为：

   （3）

式（3）中，ωij为社区i和社区j之间的空

间权重Gauss函数，b为GWR分析的带宽，dij

是社区i和社区j之间的距离。

3　区位、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关系

3.1   区位与住房租金的关系

区位与住房租金的关系密切。广州中心

城区的住房租金整体上呈现从城市中心向外

围递减的趋势，但也明显受到城市形态因素的

影响（图4）。当以距就业中心的距离衡量区位

时，发现距就业中心距离与住房租金空间分布

的总体趋势接近，但没能反映出诸多城市形态

因素的影响（图5a））。当以各社区道路的全局

邻近度衡量区位时，城市形态因素的影响得到

统计量
通勤距离

（m）
非通勤出行距离

（m）
最小值 1 434 535
最大值 20 306 12 070
平均值 5 058 2 345
标准差 1 666 934

表1  各社区手机用户工作日通勤与非通勤
距离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手机信令数据计算。

图4　 广州中心城区各社区住房租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广州市2017年住房租金参考价绘制。

a）以距就业中心距离衡量区位

b）以路网全局邻近度衡量区位

图5　 广州中心城区各社区的区位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http://www.cardiff.ac.uk/sdna/。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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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好反映（图5b））。

 进一步探讨区位与出行距离的拟合关系

发现，将上述两种区位变量与住房租金建立线

性函数与多项式函数都能获得较好的拟合优

度（表2）。距就业中心距离与住房租金构成

的函数拟合优度较高，且更接近多项式函数，

CBD附近租金曲线的极化和次中心的影响均

在拟合曲线中有所表现（图6a））；相比之下，

路网全局邻近度与住房租金的关系则更接近

线性函数（图6b）），建立多项式函数对拟合优

度的提升并不明显，说明区位价值的异质性是

存在的，全局临近度指标可能更好地反映了这

种异质性。

3.2  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关系

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关系远不如区位

变量密切。统计发现，广州居民日常通勤距离、

非通勤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影响均为负相

关，与竞租模型中关于成本交易的解释吻合，

即需要支付的出行成本越高，可用于住房的预

算越少，区位均衡时所选择住房的租金越低

（图7）。但是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线性回归的

解释度十分有限，R²值仅为0.20，偏离预测值

的社区众多。如此大幅的偏离说明传统的、仅

考虑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竞租模型在

现代城市的适用性已经很低，要构建现代多中

心城市中的竞租模型必须同时考虑异质性的

区位与出行距离的影响。

 

4　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影响的空间异

     质性

本文希望在控制区位的空间异质性的前

提下，建立局部回归模型来探讨多中心城市中

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4.1   局部回归模型的构建

选择合适的区位变量是构建多中心城市

局部回归模型的前提，只有在控制区位本身

的空间异质性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探讨出行

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影响，为此本文分别建立两

个GWR回归模型来探讨区位变量的选择。模

型1以距就业中心距离（C_DIS）、通勤距离

（COM_DIS）与非通勤出行距离（NCOM_

DIS）为自变量，以社区住房租金为因变量，探

讨在传统的区位衡量方式下，区位与出行距离

对住房租金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模型2以中心

城区路网的全局邻近度（G_CLOSE）、通勤距

离与非通勤出行距离为自变量，社区住房租金

为因变量，讨论以基于网络分析的空间句法方

法衡量城市区位时，区位与出行距离对住房租

金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别对模型1与模型2中

各自变量的空间异质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1

中的距就业中心距离变量表现出显著的空间

异质性，模型2中的通勤距离变量表现出显著

的空间异质性，可以设定为局部变量，而其他

变量作为局部变量时未通过空间异质性检验，

在模型中适合设为全局变量（表3）。

由于局部变量的引入，模型1与模型2的拟

合优度相比全局线性回归（OLS）模型都有

了较大提升（表4），但两个模型的内涵有较大

的差别。在模型1中，距就业中心距离是影响住

房租金的最主要因素，且空间异质性明显，各

社区局部回归系数的平均值远远大于通勤距

表2  区位与住房租金的拟合优度

表3  GWR模型中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的设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以距就业中心距离衡量区位

a）通勤距离与住房租金

b）以路网全局邻近度衡量区位

b）非通勤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

图6　 区位与住房租金的拟合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拟合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区位 R2（线性函数） R2（多项式函数）
以距就业中心距离衡量区位 0.67 0.82
以路网全局邻近度衡量区位 0.63 0.64

模型 C_DIS G_CLOSE COM_DIS NCOM_DIS
模型1 局部变量 —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模型2 — 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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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与非通勤出行距离的回归系数（表5）。在这

种情况下，距就业中心距离变量对住房租金影

响的空间异质性掩盖了通勤距离与非通勤出

行距离的影响，无法展开进一步讨论。在模型2

中，路网全局邻近度变量成为全局变量，本身

对住房租金的影响是恒定值，而通勤距离对住

房租金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说明

控制住区位的异质性有利于展开进一步讨论。

因此，本文基于模型2构建局部回归模型，并利

用模型结果进一步探讨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

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

4.2   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

        特征

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全局影响是较为明

确的，但从局部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中

不同位置差异极大，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模

型2的结果显示，以全局邻近度表示的城市

区位对住房租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

区位的确是影响住房租金的关键因素。非通

勤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影响不显著，考虑

到中国城市居民的非通勤出行距离远低于

北美与欧洲城市 [23-24]，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城

市居民仍普遍受到较大的非通勤出行制约，

居民住房选择中对非通勤出行的考虑有限

而致。通勤距离作为局部变量对住房租金产

生影响，其局部回归系数在67%的社区满足

p小于0.1的水平下显著，且不显著的社区

系数与
参数

模型1 模型2
C_DIS COM_DIS NCOM_DIS G_CLOSE COM_DIS NCOM_DIS

回归系数 -12.47a 0.37*** 0.20 2.02*** 0.77a 0.12
带宽 13 — — — 41 —

Diff检验 -138.87 — — — -1 566.83 —

模型
AICc R2 Adjusted R2 ANOVA

OLS GWR OLS GWR OLS GWR F
模型1 11 106.90 7 783.04 0.74 0.98 0.74 0.98 25.03
模型2 11 723.07 8 816.93 0.63 0.95 0.63 0.94 34.10

图8　 通勤距离局部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4  GWR模型与OLS模型诊断结果的对比

表5  GWR模型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上标a表示该变量为局部变量，其回归系数以各社区局部回归系数的平均值表示。*、**、***分别表示在p

值小于0.1、0.05、0.01水平下显著。

主要位于局部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小的远郊，

因此通勤距离局部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反映

出的总体趋势是可信的（图8）。在空间分

布上，虽然在遍布广州中心城区的大量社区

中，通勤距离对住房租金的影响是负向的，

这与传统竞租模型的描述一致，但在相当一

部分连片分布的社区中，通勤距离对住房租

金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这是与惯常

认知相反的现象。

通勤距离对住房租金表现出显著正向

影响的连片区域值得引起注意。在空间分布

上，这些社区与广州近30年来的几大新开发

地带有着一定的邻近关系。例如，图8中天河

商务区、科学城、琶洲会展中心、白云新城等

地是从城市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由政府倾

力打造的现代产业新城；广州开发区是集中

城市工业企业的国家级开发区；大源村是著

名的顺应互联网等新经济发展需求改造的

大型移民村落；华南新城一带则是由地产开

发商在短期内建设起来的连片居住大盘 [25]。

总体而言，以上地区都可能接近现代多中心

城市的次中心。

4.3   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空间分异的

        形成机制

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影响的局部回归系

数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说明城市中存在一些

居民日常出行模式与周边有差异的社区。本文

分别关注在模型2中通勤距离对住房租金表现

出显著正效应与显著负效应的两类社区，绘制

两类社区中通勤距离②与住房租金关系的散

点图与拟合趋势线（图9）。结果发现，当分别

讨论每一类社区时，通勤距离与住房租金的关

系仍然是负向的，但是负显著社区中住房租金

随通勤距离下降的斜率明显大于正显著社区，

说明对通勤距离的增加更加敏感。两类社区的

差异在散点图的两端体现得更为明显，在通勤

距离相对较低时（小于5.1 km），正显著社区

中的住房租金与负显著社区相比较低，且租金

差距在通勤距离越低时越为明显，说明在低通

勤距离时，随着通勤距离的减少，正显著社区

的住房租金可能相比周边社区降低。在通勤距

离相对较长时（大于5.1 km），正显著社区中

的住房租金与负显著社区相比较高，且差距在

通勤距离越长时越为明显，说明在高通勤距离

时，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正显著社区的住房

租金可能相比周边社区升高。两类社区在低通

勤距离与高通勤距离时不同的表现造成出行

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

正显著社区和负显著社区在低通勤距离

与高通勤距离时不同的表现暗示着社区居民

不同的日常出行模式。影响多中心城市居民

出行模式的因素众多，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人

群倾向于根据其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做出不

同的住房决策，衍生出特有的出行模式[26-27]。

社区的业态特征[28]可能通过影响社区居民的

②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出中心城区的就业中心（位于天河区冼村社区，即珠江新城CBD核心区所在位置），随后计算各社区几何中心到就业中心

的距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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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B（LP） B（HP） B（LN） B（HN）
截距 -1.220*** -1.140*** -2.265*** -2.197***

社会经济属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 0.161 -0.032 0.430*** -0.643***
户口在本社区人口比例 -0.328*** 0.010 0.132 0.159

老年人口比例 0.170 -0.200* 0.268* 0.052
房屋出租率 -0.033 0.208** -0.263** -0.071

建成环境
全局邻近度 0.349*** -0.314*** 0.444*** -0.018

服务设施密度 -0.259** 0.120* 0.040 0.123

职业结构
商业与服务业人员比例 1.477 -0.389** 0.216 0.747
专业技术人员等比例 1.323 -0.190 0.263 0.852

行政办公及其他人员比例 0.911 -0.082 -0.008 0.656

表6  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模型以社会经济属性、建成环境、职业结构的各项指标为自变量，以低通勤正显著（LP）、高通勤正显著（HP）、低通勤负显著（LN）和高通勤负显著（HN）4类社区为

因变量，整体模型在p值小于0.05的水平下显著，Cox和Snell检验的伪R方为0.191。*、**、***分别表示自变量的影响系数B在p值小于0.1、0.05、0.01水平下显著。

就业选择，从而改变其出行模式。城市圈核结

构的组织规律[29]也可能使得位于特定建成环

境的居民被迫采用不同的出行模式。对本文的

广州案例而言，多项logistic回归的结果显示，

社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居民职业结构、社区

建成环境3类因素能显著地区分低通勤正显

著（LP）、高通勤正显著（HP）、低通勤负显

著（LN）和高通勤负显著（HN）4类社区

（表6）。低通勤正显著社区在空间上集中于城

市新城新区及其周边，如天河商务区的北侧、

大学城、白云新城、科学城等，典型特征是全

局邻近度较高但服务设施密度相对较低、户

口在本社区的人口比例较低。这可能是由于

此类社区得益于政府主导的诸多开发建设项

目，区位得以改善，但社区发展尚不完善，服

务设施密度较低、流动人口较多，还存在较多

的城中村等零散土地，通勤距离越短的居民

越可能局限于本地的零散就业，所在社区的

住房租金越可能低于周边开发更为完善的社

区。高通勤正显著社区在空间上集中于郊区，

包括较早期的产业开发区以及市场化自发形

成的居住集聚区，如广州开发区、华南新城、

大源村等，典型特征是全局邻近度较低但服

务设施密度高，房屋出租率高、60岁以上人

口的比重较低、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的人员比

例较低。这可能是由于此类地区经过长期的

发展建设，服务设施相对完善，但由于不是政

府主导的重点建设地区，区位仍未得到有效

改善；在此居住的更可能是青壮年专业技术人

员等对长距离通勤接受能力强的群体，对这类

社区而言，更长的通勤距离可能意味着与中

心区等地有着更好的就业联系，因而住房租

金可能高于周边社区。低通勤负显著社区在

空间上位于广州旧城市中心，特征是全局邻

近度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60岁以上人

口比重高、住房出租率低，是典型的老城区

社区。在这类社区中居民倾向于就近就业，

因而通勤距离越短、就业越方便的社区住房

租金高。高通勤负显著社区在空间上位于远

郊，最显著的特征是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

低。在这类社区中的居民可能受到较大的住

房选择制约，被迫居住在离工作地较远的社

区，因而通勤距离越长，社区住房租金越低

（图10）。

从住房竞租模型的视角来看，以上4类社

a）正显著社区 b）负显著社区

图9　 两类社区平均通勤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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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以用多中心城市竞租模型中的4种情景

来解释。图11中以红色曲线代表以上4类社区

的情景，以灰色曲线代表其周边社区的情景。

情景1中，低通勤负显著社区位于城市中心周

边，居民主要前往城市中心就业，总体通勤距

离较短，住房租金随着距城市中心距离的增

加而降低。情景2中，低通勤正显著社区位于

距城市中心较近的次中心及其周边，居民前

往次中心就业能节省更多的出行成本，但由

于发展尚不完善，次中心带来的附加价值较

低，与周边居民前往城市中心就业的社区相

比，虽然通勤距离降低，但住房租金也随之降

低。情景3中，高通勤正显著社区与城市中心、

次中心都不够邻近，但一方面交通技术的进

步使得单位通勤距离下前往城市中心就业的

成本降低，虽然这些地区居民的通勤距离较

长，但实际通勤成本未必高于前往次中心就

业的通勤成本；另一方面，前往城市中心就业

的附加价值远远高于就近就业的附加价值，

因此与周边社区相比，通勤距离越长，住房租

金反而越高。情景4中，高通勤负显著社区位

于远郊，居民被迫接受长距离通勤，住房租金

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如果周边有远

郊中心存在则更为明显。总体而言，在现代多

中心城市，住房竞租模型的情景是多样的，在

不同的情景组合下，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

关系将出现差异明显的空间分异。 

5　结论

本文面向现代多中心城市多元、异质的特

征，借助住房竞租模型的视角，以广州为例探

讨出行距离对住房租金影响的空间分异。主要

结论包括：① 在现代城市，区位与出行距离都

能对住房租金产生影响，但影响并不是线性

的，而有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② 基于道路网

络的邻近度分析能更有效地控制城市区位的

空间异质性，在此前提下，通勤距离对住房租

金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甚至出

现作用截然相反的社区；可能由于受到出行

制约，非通勤出行距离的局部影响并不显著。

③ 现代多中心城市的住房竞租模型是在多种

情景下发挥作用的，不同的情景组合导致出

行距离与住房租金关系的空间分异。

多中心建设是现代大城市空间发展的重

要议题。虽然关于中国城市多中心建设的优秀

研究不胜枚举，但对概念化模型的研究依然意

义重大。相比以往对城市各要素本身的研究，

住房竞租模型从要素相互影响关系的角度提

供了一种系统化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思路，而

局部模型的引入有助于发现存在特定出行模

式的社区，并为规划方案与政策制定提供参

考。出行距离与住房租金的局部关系与全局关

③ 相关讨论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d5a9800101rohy.html。注释

系存在相反规律的社区值得注意，并应引起多

中心城市建设决策者的关注。例如广州曾同时

提出建设9个新城的战略构想，这种让城市建

设全面开花的思路引起了规划学者们的广泛

讨论③。从多中心城市竞租模型的视角来看，继

续增加靠近城市中心的新城建设在优化城市

空间结构方面或许并不能起到好的效果，而那

些发展尚不完善的次中心和郊区居住集聚区

更应引起注意。

由于数据与方法限制，研究存在一些局限

性，例如影响住房租金的因素众多，但本文聚

焦竞租模型，仅考虑区位与出行距离两类因素

的影响，结果中虽加入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的

讨论，但仍难免忽略一些重要因素对模型的影

响。另外，广州案例仅仅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多

中心城市住房竞租模型情景组合的一种可能，

要探索一般规律还需要更多研究。如何进一步

加强机制研究，为解决中国城市问题提供空间

策略，是继续努力的方向。

图10　 4类社区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现代多中心城市住房竞租模型的不同情景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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